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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晚清至民国康区汉藏食盐互动概况 1

茶原产于中华，茶的原生地或说在四川或说在云南。

四川主要的盐产地在自贡，自贡的盐业资源丰富，是我

国最大的井盐产地。除自贡外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

盐源县也是较大的盐产区。

盐源县境内岩盐矿计有大中型矿床各一个，其余

地段也有岩盐，盐泉数十处，盐井河、黑盐塘盐泉含盐

量较高。明、清实行民产、官引、商运、商销，每到冬

春农闲季节，西昌、盐边、米易、德昌、冕宁、越西乃

至川滇、康藏边境的小商小贩，运来当地土特产品出售

后购买盐源县的食盐回当地销售[1]。盐源东接西昌、西

邻云南宁蒗、北连木里、南和德昌、米易、盐边隔河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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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。这些邻县都是盐场盐的运线和销岸地方。四川地区

所产巨额的食盐，促成了巨大的川盐运销网和广阔的市

场。清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以后，川盐销售逐渐

划定了计岸、边岸、楚岸、票岸，并开始销行康、藏等

地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川盐运销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，

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。民国前期，由于军阀割据，战乱

不休，四川盐业遭到严重打击，许多井灶因而减产、停

产，川盐产量，民国十八年（公元1929年）为820多万

担（41000万公斤），降为民国二十五年（公元1936年）

的740多万担（37000多万公斤）[2]，直到抗战时期，各

地食盐生产及供给受阻，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，在政府

的支持下重新发展起来，食盐远销各地。

与内地的生活及饮食习惯不同，因为康区人民生活

在高寒地区，他们的食物以牛羊肉等高热量的肉为主。

在松赞干布一统藏区之后社会进入农奴制时代，大部分

藏民变生食为熟食，因此盐就必然成为了藏民生活的必

需品，用来调制食物。中央王朝就利用盐茶从少数民族

聚居的地区换取中原急需的战马。在藏区食盐是他们日

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，藏区的本地食盐主要来

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，主要的产盐地仅有盐井县、

芒康县两地，尤以芒康盐井古盐田为著名，距今已有

1300年历史。

芒康盐井位于西藏芒康县盐井镇澜沧江东西两岸，

是我国唯一保持完整最原始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，但因

其产量低下、制造工艺繁琐，并不能满足藏区人民的日

常需要，因此急需买入内地食盐。藏民多在打箭炉（今

从近代藏区食盐贸易看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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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盐业自古以来与国家的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有着密切关系。自国家对食盐实行专卖后，食盐交换成为政府

在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的重要手段，少数民族对于食盐的需求也增强了与汉族的互动。自唐代开始汉族与川西藏族之

间就通过“茶马古道”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除了政府对食盐的专卖，民间也存在私人买卖食盐，

如川商、陕商以及寺庙商人，他们的出现对于汉藏食盐的贸易往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与

交融。本文主要从近代汉藏民族物产交流的视角，以汉藏食盐互动为基础，深入探讨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食盐贸易，

包括对于贸易途径、贸易双方以及贸易影响的研究，能够通过这一视角展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物产交流的密切及

贸易往来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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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定）以药材、香料与商人易盐。总之，康区地外边远，

交通闭塞，盐荒现象严重存在、斗米斤盐，贫民吃“涮

涮盐，生活极为困苦[3]。”盐井的铁链木桥自“茶马古

道”开通，是藏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。解放

以前，那里集聚着很多来自云南德钦、芒康、昌都、四

川巴塘等地的马帮群，交易各种物资，主要有藏族的羊

毛、羊皮等东西和汉族带来的茶叶、瓷碗、盐等商品。

川盐，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，

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，食

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

纽带[4]。

二、晚清至民国汉藏食盐的销路及运销

茶马古道作为汉藏经济文化纽带，其发展催生出青

藏、川藏、滇藏三条主干道及支线网络。商队通过该网

络实现食盐等重要物资跨区域流通，以成都为起点，经

邛崃、雅安至西昌分东西两线入滇。清代商旅驮运规模

达“日以千驮”，至民国时期因匪患导致“闰盐古道”衰

落。盐源县因盛产盐铁形成的特殊交通枢纽地位，维系

着川康与藏区的贸易往来。

除此之外，从古延续至近代，甚至现在还存在的或

官方或民间的驿道也是食盐贸易的重要媒介，而驿道途

径的城市自然也成为重要的“中转站”，盐源县就因其特

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四川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交流互动的

重要交汇。驿道乃古代交通要道，为驿马通行开辟，与

盐源县连接的驿道有六条：盐西道、盐米道、盐蒗道、

北大道、北西线、西盐路，汉藏之间的食盐贸易也多数

依靠驿道，驿道贸易多数由百姓肩挑或牛驼，驿道费用

则视道路之远近难易而有不同[6]。受限于产能，盐源场

实际供给仅覆盖四县，凸显供需矛盾。

食盐的运销历来受到政府控制。宋以后历代统治阶

级，都是实行“引盐”运销制度，准许商人凭“引”运

销盐斤[7]。民国建立后，各地开始逐步取消引岸制度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（公元1935年），四川推行统制政策但成

效不彰[8]。1913年盐源县改制票岸制，实行商专卖。这

一办法，迄至建国后，才被废除。《中国盐政实录三十一

年至三十五年》载：“票盐销区，盐源场配销盐源、西

昌、会理、盐边.冕宁等县”[9]。票盐制度下形成特殊贸

易模式——春冬两季商贩以物易盐，通过区域差价维系

藏区供给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川藏交通建设虽削弱古道运输功能，

但其历史价值在于：第一，构建起跨地域经济文化廊道，

促进多民族交往融合；第二，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生态；

第三，为西南边疆治理提供物质基础。古道遗存见证了

西部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。

三、近代汉藏食盐互动的多种角色

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，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开始，

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群也在促进汉藏商贸往来、文化交流

等互动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。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：

1、藏人首领及汉人官员；2、民国时期的学者兼行政管

理人员；3、促进商贸活动的商人。根据民族特性可分为

汉商、藏商等；根据祖籍地可分为陕商、川商和滇商等
[10]。陕西商人人数比重较大，来此经营时间也很早，川

陕商人分布康定最多，甘孜、理化、巴安、西宁、昌都

等地为次[11]。汉族商人的主体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家庭或

个人，部分还在康南和康北主要贸易通道沿线拥有商号

或商铺。长期在康区经商的汉商，由于熟悉情况且具有

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加之与藏、汉民众联系交往密切，

随着民国政府加强对汉藏边境的统治，部分汉商进入到

地方政府任职，并在巩固政权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

挥了重要作用[12]。

藏商在边贸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因其长期居住在藏区，

且因对藏区的地理位置及风土人情的了解，控制了大量

的财富和贸易活动。藏族商人是资力雄厚的，多来自北

路的昌都、德格和西藏，其余小商多来自南路[13]。在汉

藏贸易的历史进程中，藏地商人群体因背景与职能差异

形成了鲜明分层。其中多数商人实为宗教势力或地方权

贵的商业代言人，其身份构成可依据资本来源与贸易角

色划分为四大类型：

首要核心当属寺庙商人。自13世纪西藏确立封建农

奴制后，寺院系统凭借政教合一的特殊地位，逐渐发展

为兼具宗教传播与经济运营的双重实体。这类商人依托

寺院通过土地赏赐、信徒布施及庄园经营积累的庞大资

源，既管理上千座寺院的日常贸易，又通过商队将宗教

影响力与经济利益同步扩张，形成僧侣集团与世俗领主

深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。其次是以康区、安多边疆地带

土司头人为代表的区域代理人。这些地方统治者凭借对

农牧资源的掌控，在汉藏交界处构建起区域性贸易网络，

其商业行为本质是封建领主权力的外延。第三类贵族私

商多出自世家大族，其原始资本往往来源于对属民的剥

削。这类商人虽属私人经营，却常与寺院资本存在千丝

万缕的联系，体现出西藏社会僧俗统治阶层的利益交织。

最后是康定（旧称打箭炉）的锅庄商人群体。作为汉藏

贸易的中介枢纽，他们不仅经营货栈仓储，更承担着跨

文化交易中的信用担保、货币兑换等特殊职能，在茶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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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道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衔接者角色。这种独特的

商业模式，既是汉藏经济互补性的产物，也折射出边疆

地带的多元文化交融特征[14]。

民国时期，康区成为诸多复杂的政治、文化和经济

势力所争夺的“中间地带”，但它也是一个贸易、商业活

动和观念交流十分活跃的地区，成为不同族群间相互交

融的重要“文化走廊”，使各民族间相互贸易、相互交

流、相互妥协，相互观念融合。正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

置，这里也成为各地商品的“集散地”，各地商人也成为

各地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“中间人”。商人阶层在促成康

区出现稳定的集权权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进而

促进了贸易发展，保障了贸易安全[15]。

四、近代汉藏食盐互动的长期效益

从汉藏食盐贸易的本身来看，食盐从内陆地区流通

到藏区，一方面能够为内陆地区的盐产地提供稳定的销

售基地，另一方面为藏区人民带去了宝贵的生活必需品。

内陆食盐进入藏区，增加了食盐的销售量。食盐不同于

其他商品，食盐开采是个固定的数目，开采后出售越多

越能弥补开采成本，多了藏区这条销路就大大降低了食

盐的开采成本。而在食盐进入藏区之前，藏族人民受制

于本地食盐的产量低、价格高等问题，对于食盐的需求

大部分人得不到满足，内陆食盐传入后，食盐供给量增

加，食盐不再是“珍稀品”，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质

量。其次，食盐的交换促进了商品流通，增强市场活力。

中国幅员辽阔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尤其是在农

作物种植及畜牧业方面受地理位置、自然环境影响较大，

不同的地区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会着重于畜牧业或者农业，

这就导致地区性的产品固化严重，而商品流通就很好的

缓解了这一问题，食盐在商品流通当中占据着重要角色，

不论是对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地区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来

说，都有着较大的积极意义。

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看，汉藏食盐的互动有

效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

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，在中

国的西南边疆催生出了盐产业，为当地的民族提供了新

的生存策略——晒盐，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，西南边疆

的汉族及少数民族盐工始终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盐业的

持续发展、支撑着藏区汉藏两族人民的基本生活，为构

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[16]。其次，盐区在

文化上兼收并蓄，经济上相互依存。盐业经济的不断发

展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地理环境的不利条件，通过盐的交

换可以传播文化，实现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影响。汉藏

两族人民本就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人文风俗，商人通过

售卖食盐就会将汉藏两族不同的风格相互传递，文化的

互动与交融使得两族人民关系更加密切，增强了各族人

民的文化认同感及归属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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